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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苗族“难民”的跨国流动及其社会关系重构

——以云南马关县金厂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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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越边境地区“难民”的出现是中越两国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自清末民国以来，中越边境地区马关

金厂一带的苗族难民经历了 4个阶段的跨国流动过程。这既与中越两国间的关系变化有密切关系，也与边地难民自

身的能动选择有关。难民的流动及其重构自身社会网络的种种努力，既彰显了其在国家力量影响下定义自身身份的

能动性，又体现了原有社会网络具有的再结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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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余年来，伴随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与实践，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间之“藩篱”的陆地边疆地区逐渐被定义为一种

国家主权的标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象征力量和具体行为自上而下地影响边疆地区人群的行为模式，形构符合国家意志表征

的地域空间。与此同时，位于边境地区的各种人群在内外力的驱使下，亦通过种种活动完成国家化建构。

近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学者对中越边境地区的研究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取向。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向：

第一种侧重中越关系史研究。孙宏年等学者较早关注了中越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重点围绕宗藩关系来展开探讨，揭示了清代中

越两国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第二种侧重“历史人类学”的探讨。杜树海等人不仅将研究时段上溯到宋代，指出不同时期国家

经营边地的整体取向各有侧重，还重点讨论了广西边地土司在区域秩序、土地制度、文化策略等方面的经营对于国家边疆建构

产生的诸多影响。①第三种主要集中在界务管理及时人边务观念方面。吴智刚等学者对桂越、滇越边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

出清廷对边务问题的态度，在经历中法战争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不仅与当时的国际格局有关系，同时也与国家对于“边

务”概念认知的转变有很大关联。在这方面，还有不少学者重点介绍了近代中越边境地区“对汛”的设置及其运作情况。②

与历史学者较为注重过程感与区域感的研究策略不同，人类学者更关心当下边民的生活状态，探讨具体时空中具体的群体

记忆与生活逻辑。因此，围绕中越边境地区壮族、京族、苗族、瑶族等跨境民族的研究积累颇多，主要涉及民族族源、国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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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群认同、跨国婚姻、跨国经济等方面的论题。③2其中，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越南归国侨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并注意讨

论与越南“难民”有关的问题。不少学者以华侨农场、难民村等为田野点，侧重探讨难民的历史记忆、社会心理调试、身份认

同、跨境流动以及相关对策等方面的问题，试图指出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对于边民活动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勾连族群关系与国

家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
这样的研究取向，让我们看到了中越边境地区上的这一群体所具有的巨大问题张力，一方面研究者可

以透过难民的研究讨论国家叙事下的边地情境；另一方面还能透过宗教仪式与家族活动等具体的文化事项，探讨边境这一富有

空间意义感的区域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意义。

无论是历史学的研究取向还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观照，国家、边界与边民作为各自的分析主体，均在不同领域的探讨

中占据话语中心。但迄今为止，结合历史与当下进行研究的尚少。历史学者更多的关注特定时间维度下的国家行为与边地人群

之行动；而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则在于当下的边民行为所塑造的边地社会，边疆地区的历史脉络难以观及，限制了种种

概念的解释力。

有鉴于此，我们试图在历史研究基础上，对具体难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及其跨国流动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透过苗族难民

的流动记忆及其归国后的社会网络重构，追寻原本属于一个统一文化共同体的人群在经历国家力量的重塑后，如何重新定位自

身的社会角色，对难民这一社会身份属性进行新的理解。

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难民作为国家行为影响下的特殊边民，其流动历史、历史记忆、身份演变及社会关系的重构，不仅是

我们理解当下边民社会多元社会构成的切入点，也是探讨边境地区历史发展脉络与边民社会的“结构过程”之重要分析对象。

一、金厂苗族难民跨国流动的四个历史阶段

苗族被视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诸多记载。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苗族由主要分布

于荆楚地区的人群逐渐向贵州、广西、云南迁徙。正如民国《马关县志》所云：“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窜黔，由黔人滇，

其来久矣，”②滇越边地的苗族几乎均从贵州一路迁徙而来。根据笔者的调查，自马关县都龙镇至金厂镇一带分布的苗族，多认

为自己自贵州迁徙而来，迄今已有十余代。③

本文田野调查点所在的金厂村民委员会隶属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金厂镇，与越南老街省、箐门县相接壤。

该地至附近都龙镇一带，自清雍正时期到 19 世纪末均为中越两国边界争端地带，19 世纪末中法越南勘界才重新划归清廷管辖，

延续至今。④金厂村下辖金厂街、罗家坪、上田房、下田房、草果湾等 10 个自然村民小组，居住着苗族、壮族、汉族等不同民

族，以苗族为主，集中分布在上田房、龙山、草果湾、罗家坪、下金厂 5个小组。据金厂镇政府统计，2013年全镇苗族 7059人，

占总人口的 78%。⑤3据我们于 2014年 7月的调查统计，金厂村所辖的 5个苗族寨子共有 26户难民，其中，罗家坪有 4户，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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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果湾分别有 5户，下金厂和上田房各有 6户。本文讨论主要聚焦于金厂村，同时补充了 2017年 7月在金厂村附近的都龙镇

茅坪村之调查资料。

（一）何为“难民”：对金厂难民身份的界定

中国学术界对因发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的越南排华事件而引起的边民回流中国之人群称呼不一，有时称“归侨”，

有时称“难民”，有时又称“难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的第二条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①所谓难侨，指的是那些在侨居地遭受战争、政治迫害或经济状况恶化而无法生存、被迫回

国定居的人群。

1951 年制定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将“难民”定义为“因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

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

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②4总而言之，“难民”与“难侨”有被迫之意，

而“归桥”则更多是自愿回国。

由于多数金厂村的难民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因此在越南的排华事件中，这些选择躲避排华进入中国的难民，成为中国政

府需要大量安置的人群。这一人群在中越边境地区大量存在，以至于政府需要建立一些华侨农场才能妥善安置。

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尚未有移民法的情况下，对归国人员的定义是我们理解国家划定人员身份的重要路径。对越南排华

时期归国人员的界定，是在以上几种定义的既有框架上进行的。其中，集中安置在云南省元江县甘庄华侨农场、双江县华侨农

场、河口县坝洒华侨农场等地的人群被称为华侨。而分散安置在边境各个村寨的村民则多被称为难民。这样的称呼不仅当地政

府会沿用，地方上的人还在强调彼此身份的不同。

（二）在主动与被动之间：难民记忆中的跨境流动

从越南迁回中国境内居住的难民之口述历史记忆显示，难民跨境流动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也与他们的能动选择

紧密相关。根据每个时段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不同，我们大致可以将金厂村周边的人群流动分为 4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民国时期。

众所周知，自 19世纪末的中法战争之后，中越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宗藩——朝贡”到民族国家关系之间的深刻转变。在

这一过程中，中越两国对于边民的管理模式亦从一种相对松散的管理转向趋于规范化的治理方式。中越勘界完成之后，随着中

法双方界务规章制度的达成，原有的关防系统转变为清廷与法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对汛”体系，其功能除了维护边境地方治安，

还要对来往于中越两国的边民进行管理，强化边境对于边民流动制约的意涵。尽管中法双方的边境管理远达不到规范化标准，

但是此种边境管理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观察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制度性参照。

在此背景下，原本分布在中越两国之间边缘地带的边民，日趋成为分属两国的“跨境族群”。民国政府延续对汛管理体系

之后，云南当局对边民流动管理趋于严格。但在这一时期，马关东南一带匪乱猖蹶，加之云南当局需要抓大量劳动力作为壮丁，

                                                                                                                                                                                             

后重新划归中国版图（参见：何新华，石家铸.清代雍正三至六年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研究[J].东南亚 研究，2014,（3）.

④何新华，石家铸.清代雍正三至六年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研究[J].东南亚研究，2014，（3）.

⑤中共金厂镇委员会，金厂镇人民政府.金厂镇“三农”发展大规划（2013〜2020）[R]. 2013：4.

4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

②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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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流动非常频密。尽管国家通过对汛管理边境事务，但由于国境线漫长，仅有 30 名汛兵的对汛基本上难以实现全方位管理，

村民们可以在今日的国境两侧自由出人，开展日常活动和仪式活动。故在此一时期，他们尚处于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文化共

同体，边地人群的流动主要基于生计的追求，“国界”对当地边民的影响极为有限。以下 3则个案说明了其中的这一情况。

在接受采访时，65岁的上田房陶开明老人说：

我们本来是麻栗坡牛石厂人，国民党的时候抓兵，当时我爷爷是村长，国民党就把爷爷抓去充军。有一天，我爷爷在站岗

的时候偷偷翻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了上田房。后来越南土匪来上田房、岩头村、丫口寨抢劫。土匪头子领着匪帮来到我们这

里的时候，这里的老人给他们饭吃，结果就没有抢上田房，就去了丫口寨和岩头村。这两个村子的人认为土匪没抢上田房是因

为上田房和越南土匪是一起的，于是就去上田房报仇，把上田房的老祖绑去审问，老祖说了具体的情况，最后他们还是把上田

房的猪牛都杀了，把粮食也抢走了。上田房的人又去越南请土匪帮忙，当时有人在岩头山开枪，从山上掉了下来，结果被树藤

绑住了，是他母亲把他给救走的。之后，我爹带着我们全家跑到越南去了，当时整个村子的人基本上都跑过去了，我们住在越

南河阳省箐门县火烧寨，熊家比我们要早回来一点。①

此外，80岁的草果湾杨志明老人回忆说：

以前我们住在西畴县老棚寨，我爸爸 3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后来打仗的时候，杨国华来征兵，两个哥哥不想去当兵，当时

我才 16岁，妈妈就带我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去了越南火烧寨。那时候，我有两个堂哥本来就住在越南，我们去的时候住他们

家，后来自己才盖房子，我 18 岁到 20 多岁的时候在越南当了几年民兵，但没有打过仗，后来又在生产队当队长。我到越南呆

了 30年，到越南结了婚，养了八个姑娘和两个儿子。②

同为草果湾的杨光明（时年 65岁）老人说：

我老家最开始在西畴，国民党的时候，杨国华抓兵，我爸爸带着我们 7 个兄弟和 2 个姐姐逃到了草果湾。我叔叔当时也住

在上面，由于我外公就住在越南，后来我们一家人又跑到了越南，住在箐门县火烧寨，当时火烧寨有 60多户。③

从以上 3 个个案，我们不难看出，难民迁徙的具体时间在他们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根据他们提供的年龄推算，他们大约

是在 1940〜1950年期间迁往越南，居住在越南河阳省菁门县火烧寨，且都有亲戚接应，这应该是当时中国这边大量边民往越南

流动的缩影之一。

第二阶段：20世纪 50至 20世纪 60年代。

这个时期的迁徙是在“大跃进”前后，全国开展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土地及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

使苗族人们感到不安。此时，越共当局正争取政治独立与全国统一，无暇顾及经济发展，边民在山林中自由开荒土地，随意播

种，这吸引了苗民去越南寻求生存。以下 3则访谈说明了当时的情景。

针对上述情况，63岁的上田房农民罗廷明回忆道：

我老家在老寨村委会箐脚寨，我 51年出生，5岁的时候去越南，27岁回中国，当时在越南河阳省菁门县火烧寨居住。当时

我妹妹死了，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老人觉得这边兄弟太少，干活的人少，又吃不饱饭。越南那边有亲戚，有土地可以耕种，

然后我们就过去了。④

时年 61岁的草果湾老村长杨发堂一家也经历了由中国迁到越南，再从越南回到草国湾的历程，但是他们家不是难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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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 58年去的越南，当时我才 5岁，由于没有粮食吃，爸妈带着两个哥哥和我就去了越南八哈县。62、63年我爸爸在

越南当了两年主席，63年我和爸爸从越南过来，一年左右又回去了，66年爸爸在越南当了社长，71年我们过来了。我们家没有

被算做难民，只有 72年之后过来的才被当成难民。
⑤5

由这几个案例我们得知，时至 20 世纪 50 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越边境地区的边民尚能较为自由的流动而未受到太大的阻

挠。这应是受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及中越两国间的密切关系的深刻影响。

第三阶段：1972〜1983年前后。

在此期间，大量华人和边民迁往中国。20 世纪 70 年代，尤其是 1975 年两越统一之后，越南开始了新的国家建设阶段。作

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排华政策被提上日程。1979 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由于边境属于战区，越南政府通告边民必须搬迁

撤离到内地，边民为躲避战乱在 1978至 1979年纷纷逃到中国。为了安置返国的华侨难民，中国政府制定相关接待与安置政策。

个案一：杨光明回国经历。对于回国的经历，杨光明回忆说：

那时候，越南大官要把我们撵下去，不让我们上来，因为我们的哥弟和我们的老家都在中国，我们就不愿下去，我们要回

来。我们一家人包括我父母、我爱人还有 3 个小娃，和其他十几家人一起过来的。在漆黑的晚上，我们一边拉着牛马一边背着

小娃，偷偷摸过来的，家里的粮食根本拿不上来。我们从罗家坪那边过来的，那时我们走了一个晚上，天亮才到罗家坪。刚到

的时候我们住老街那上面，后来因为我们有哥弟在草果湾，就被安排到这里住。刚来这边的时候，国家给我们安排吃和住，我

们家有一匹马两头牛，因为养不过来，就给生产队一头牛。1979 年 2 月国家给我们盖了茅草房，后来因为茅草屋漏雨自己才用

瓦代替了茅草。1979 年 3 月，国家搞宣传，越南集团偷鸡摸狗，抢老百姓的东西，要求从越南跑过来的人去参加游击队。我就

参加游击队了，85 年才回家，在游击队了干了 6 年。我们游击队有九个单位，当时我是游击队的班长。我们穿的是便衣，在菁

门一带活动，负责排雷、打炮，侦察兵在我们的后面。我大哥的两个儿子，25 岁左右，他们俩去埋雷的时候，被冲锋枪给打死

了。罗家坪大战爆发的时候，我们游击队和民兵在下面，正规军在上面。我们一天有十块钱，吃穿都是国家给。我们家是 1980

年落户的，当时国家给分土地，由于我不在家，所以没有分到土地。我们家分得 1亩田 4亩地。①

个案二：杨志明回国经历。草果湾难民杨志明回忆说：

我二哥杨志德随着老村长杨发堂他爹过来得比我们早，当时我还小，并且我妈妈也在那边我就没有过来。直到后来听说要

打仗了，当时越南人叫我们下去，我们不想下去，想回到上面老家来，当时村子里跑下去的多一点，跑上来的只有 10多家。我

们是晚上的时候偷偷地跑来的，把牛、牲口赶过来了，粮食拿不来了，晚上 7 点多钟的时候，从罗家坪大山过来，绕了两个大

湾、到垭口寨，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这边，来了一年后就打仗了。刚来的时候，我们住老街那上面，国家给我们饭吃，当时

吃包谷饭。在老街住一年后，我就被安排到草果湾来了刚到草果湾就分到户，家里分得 7、8亩地，一亩多到两亩田。②

个案三：上田房难民陶开明回国经历。陶开明说：

我们是在 1979 年 3 月 27、28 号过来的，之前住在越南河阳省箐门县火烧寨。当时中国和越南发生战争，越南开始赶汉族

后来又赶苗族，于是我们兄弟姐妹都跑过来了。我们是晚上偷偷地从罗家坪大山过来的，当时跑出来的有 10多家。我们从那边

                                                       

5①笔者于 2014年 7月 21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上田房小组。

②笔者于 2014年 7月 22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③笔者于 2014年 7月 22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上田房小组。

④笔者于 2014年 7月 21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⑤笔者于 2014年 7月 23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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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当时家里的 7姊妹都逃过来了。上面罗廷明是和我们一起过来的，当时我们有亲戚住在上田房，

我们就被安排到上田房住，刚到上田房的时候我们就住公家的粮库，以前我们家这里就是粮库。国家还给我们分田，当时田地

分一等、二等、三等，在村子里面有地位的分一等，难民分三等。家里有 3 个人分得了土地，一个人分一亩左右。来到这边不

久我就被抽去当民兵，我当了六年的民兵，回来后就一直种地了。
③6

个案四：老村长杨发堂回忆难民回国情况：

从那边过来的人分两批，汉族人先过来，大概是在 72至 74年过来的；苗族人后面才过来，大概是在 77年至 79年过来的。

中国和越南关系不好后，越南兵开始驱赶中国人，首先是驱赶汉族，把老的都赶出去，年轻的都留下来打仗。16 岁以上的年轻

人每天要削三根竹子，竹子有 3 公分宽、十丈高。当时在越南死掉的大部分是老百姓，不去参战的直接杀掉。汉族大都是从小

路过来的，下雨小路都被踩圬了，当时他们拉牛拉马，牛马鸡样样都有。过来后，国家安排他们住在老街当地人家里面，他们

的牛、马给供销社，标一个价格，登记后把钱返给他们。过来的汉族没呆多久就走了，有些去了镇康农场、耿马农场，有些去

了美国，现在茅坪（附近都龙镇的一个村——作者注）还有几家。77年、78年的时候越南兵把苗族要全部撵到内地去，苗族人

不愿下去就跑过来了，他们是晚上偷偷跑过来的。过来的苗族人在越南都是基干民兵，其中还有在越南当公安团团长、海关领

导的，他们把枪都带过来了，在这边他们又当了游击队（队员）。当时只要在 16岁以上并且有能力就得参加游击队，没枪的国

家给枪又去打越南。他们刚过来的时候，国家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队已经到了这里，他们拉牛、马并且扛着机枪。一开始他们住

帐篷，半个月后大部分人被调到元江农场了，有些人被分到大队里，每个生产队最多不超过 5户人家，田房、草果湾、下金厂、

罗家坪、龙山都有。①

由以上 4 个访谈个案，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苗族难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过来的。由于很多在那边已经置业，因此都是

被逼无奈之下才选择回到中国，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给了很大的支持。

第四个阶段：20世纪 8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的迁徙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越南边境地带大量土地资源的吸引，一些留

居在中国村寨的难民回迁越南。对此，杨发堂说：

龙山有两家姓杨的跑回了火烧寨，有两家去了元江青龙。由于当时分地分得少，有些村子又存在欺负难民的情况。龙山村

出去打工的难民，土地就被分割了，难民又不敢跟政府讲。杨光勇姨爹王朝志那时候是龙山队的队长，他就把杨光勇自家开荒

的土地和分配的土地都给霸占了，由于越南那边的土地比较多，86年杨光勇就又搬去越南了。
②

杨光明也告诉我们：

我大哥杨光财的儿子和我亲二哥杨光华过来这边后又回去了，他们去那边生孩子，那边土地也多，7哥弟的土地够他们整的

了。我二哥现在有 3个儿子 3个姑娘。③7

以上难民的历史记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的跨境迁徙之历史演变。国际环境、中国两国关系和国家政策、社会政治运动等是

                                                       

6①笔者于 2014年 7月 22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②笔者于 2014年 7月 22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上田房小组。

③笔者于 2014年 7月 21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7①笔者于 2014年 7月 23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②笔者于 2014年 7月 23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③笔者于 2014年 7月 22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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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难民跨境流动的客观因素，其自身主观能动的选择也是基于对生存安全、资源分配、传统文化、民族认同等因素的考虑。

从源头追溯，留居村寨的难民即是生活在边境一带的边民，他们原来在今天国境两侧自由活动，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

管理逻辑之下，金厂等地的边民逐渐分别拥有不同的国籍，其流动也更多地受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对难民身份的界定也

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从难民迁徙的历史演变看，不管是其迁徙到越南还是回迁中国，他们都是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

坚持着对他们而言最优的生存策略。

二、在国家、村寨与家族之间：苗族难民社会关系的重构

以上 4 个阶段的苗族难民流动过程，为我们呈现了部分身处边境地区的苗族人对自身生活的经营策略及其所受到的客观影

响。随着难民身份的确定，被安置在金厂村各个小组的难民在中国境内生活了 40年。在此期间，他们透过诸多活动来实现自身

社会角色的调整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与中国、越南两边的各类村寨事务

难民对其社会关系的建构，通过家族内部的联络和村寨事务的参与进行表达。难民和其他村民一样履行村规民约，在当地

的红白喜事中，践行当地文化规则。对于如何参与村中公共事务，不少人都道出了基本的参与原则。杨光明说：

村里有人去世，全村的人都要参加，每家就出 3 斤豆、10 斤大米、15 块钱、1 捆柴。有人结婚的时候，关系好的人家和亲

戚都来参加，一般给 50〜100 块钱。我老婆的舅舅和兄弟住在越南，他们过来打工砍甘蔗、做小工以及赶街的时候经常来我这

里住，他们也会过来帮我家收包谷。他们要过来的时候，都会打电话叫我帮他们找车。在那边结婚、死人、过年、杀猪的时候，

我们也会过去，如果只去两三天就走小路去，如果去一个多月就打出国证。现在我们都有越南（手机）卡，他们有中国卡，有

手机方便得很，有哪样事情，可以打电话。①

杨志明的说法与杨光明大同小异：

当时老伴死的时候，村子里每家都送 10 斤米、20 块钱、3 斤豆、1 捆柴，也有其他村的人来玩，他们带点包谷、大米等东

西就可以了。有人结婚的时候，一般是亲戚来和村子里的人来，送 70〜80块钱，我家亲戚有姓熊、姓项的。村里选村长的时候，

我们也参加。②

作为年轻一辈，26岁的杨春陆说：

办喜事、办丧事我们都去，办丧事的时候，我们带 3斤豆、5斤米、20块钱、1捆柴，办喜事的时候给 50〜100块钱。我们

的叔叔辈还在越南，他们住在火烧寨。平时办丧事、喜事，他们也过来，他们那边有大事，我们才过去。平时种地他们不用过

来帮忙，家里才有 1亩 5分地，有些还是自家开垦的。我们的多索，去年是在越南那边的天雨村举办的。③

分布在苗族 5 个寨子的难民之间有着地缘和亲缘联系，罗家坪、草果湾、上田房、龙山的难民都说自己是从越南火烧寨过

来的。此外，据草果湾老村长杨发堂说，上田房姓陶的难民和自己母亲是亲戚，杨志明亲妹妹又嫁给了罗家坪项家。由此可见，

这种亲缘关系尽管受到居住地域的影响，但是在现代通信工具的帮助下，他们依旧保持较为畅通的联络。以亲缘关系为基础构

建起来的苗族难民社会网络不仅具有跨村寨特征，同时还有了“跨国”的天然属性。

（二）家族内部的感情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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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寨事务与亲缘关系之间，还有一种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模式，那就是苗族的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是苗族社会一种普遍

存在的制度，它建立在血缘认同的基础上，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当地人称为老祖。难民家族内部的联络已经跨越了

国界，彼此进行经济文化的往来，具有典型代表的是当地一年一度的家族聚会，苗语称其为“多索”。其加强了同一家族人员

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彼此的情感。

多索举办时间大多在农历八月、九月、十月，具体时间在哪一天，由各家族内部协商决定。多索节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

“璐索”“簖索”“超索”“佐索”，它是家族兄弟畅谈友谊，促进团结和谐的聚会，因此流传几千年、久盛不衰。④

据金厂村的熊主任介绍，“多索”是苗语的汉译，多在苗语里是砍的意思，索在苗语里是雷的意思，多索就是砍雷公，操

办多索的师傅称“又说”。它是一个姓氏并且同为一个老祖的人一年一次的集会，这是我们的民族规矩，它象征着家族团结，

哥弟同心。主要是为了统计下我们家族还有多少户、多少人，有威望的长辈还会强调一些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事情，比如我们家

族的风俗习惯需要重整，人死了要怎么处理等等，在当天不能烧粑粑吃。

金厂村熊家的多索是在农历八月十九日举行，在聚会当天，我们就确定来年要举办多索的人家。一般是自己报名的，然后

征求大家的意见。假如没有人吭声，老人就根据年龄来指定。在举办多索这天，不管再忙都要去参加，去年熊家是在罗家坪举

办的，总共有 300多人，越南那边的亲戚都过来了。⑤8

迄今为止，金厂镇、都龙镇一带苗族村寨绝大多数都依旧举办多索。不同家族透过这一聚会来实现家族内部的凝聚，并以

此更好的联系身处越南的“哥弟”。与此同时，通过举办家族聚会，也表现不同姓氏苗人的远近亲疏，实现了一种社会“差序

格局”传统的延续。这对于为数不多的难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认自身身份的方式。

（三）生计方式的开拓与差异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难民生活条件与其它村民并无差异，他们靠种植甘蔗等作物、发展养殖业、外出打工等获得收

入来源，同时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低保、难民补贴等为他们减轻了生活负担。据学者调查，1986年，该地区住房还十分简陋，

“大部分人畜共居的 3814格房屋中，草房有 2099格，占 55%。目前还有 37户没房住，暂住亲人家。”①现在他们基本上盖起了

砖瓦房，经济条件普遍高于他们生活在越南的亲友。

难民陶开明家种植 6 分地的甘蔗、1 亩地的玉米，儿女外出打工。他家砖瓦房子是 2013 年修的，国家提供了 4 万的住房补

贴。同时他还有 1634元的民兵补贴，有 3000多的难民低保，此外，一人一年有 1200元的低保。
②

罗廷明家种 2 亩甘蔗地 1 亩玉米，纯收入约有 4100 块钱。政府给予的房屋补贴有 1300块砖，1000 片瓦，没有难民低保，

但家里 6个人有低保，每年有 7200块钱。此外，每年还有 580元的养老保险。家里的收入主要靠孩子的打工和国家补贴，他的

一个弟弟在中学当校长，一个弟弟在兽医站工作。③

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加大对边疆人民的补助，边民包括难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再提高。而住在山脉另一边的越南

人却相对落后，许多越南人来中国打工，从事砍甘蔗、种植三七、建房子、修路、挖矿等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同时，他们也

在边境中国集市上把自家的特产廉价出售给中国商人，再购买他们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

                                                       

8①笔者于 2014年 7月 22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②笔者于 2014年 7月 23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③笔者于 2014年 7月 25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罗家坪小组。

④马关县苗族学会.马关苗族[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161〜162.

⑤笔者于 2014年 7月 21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金厂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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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两边经济条件的反差，使得难民普遍反映“这边要比那边好”，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建立在自发性的经济比较之上。陶

开明说：“这边政策好，国家给补贴，即使田地少也有饭吃”。④罗廷明说：“这边要好得多，要什么有什么，他们那边生活比

较苦，通往家里的路都还是泥巴路。”即便是家境相对贫寒的陶开王也不想再回到越南，他说：“现在打死我也不回越南了，

那边生活太差，这边要好得多，这边国家给补贴，还有低保。”
⑤9

由此可知，中国与越南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身处中国边境地区的苗族难民看到了自身的优势，从而更加坚信当初

选择回到中国来的决定是正确的。从村寨事务的参与、家族活动的组织与实践及生计方式的拓展，我们可以看出近几十年来归

国苗族难民在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重构新的社会网络过程中，也不断地提升了自身的生活水平。透过频密的往来，他们

在重新融人地方生活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身处两个国家所带来的不同发展水平，客观上促进了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自身生

境的肯定态度。

三、结 语

正如引言部分所揭示的那样，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在一百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个国家都遭受过西方殖民者的冲击，

同时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了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形成了彼此独立又唇齿相依的国家关系。

在此过程中，边境地区作为各种力量博弈的场所，经历了由松散管理向现代规范化边界管理过程的转变。就本文所探讨的

金厂一带地区而言，其在雍正初年经历了边界争端之后，一直处于越南的实际控制中，但在清末中法越南勘界过程中再次划归

中国所有。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生活于斯的边地居民从一种自由流动的状态逐渐纳入现代国家边界管理体系之中。

我们根据仅有的一些口述材料所揭示的苗族难民流动之 4 个历史阶段，清晰地反映了国家力量与个体能动性之间存在的巨

大张力。在多数情况下，边地居民的流动选择以生存境况为主要参照。但在越南排华等特殊历史时期，边地居民则成为战争的

牺牲品。伴随两国关系变化而产生的难民群体，既体现了这种一衣带水的关系，同时也因难民群体的存在而让我们观察到身处

不同国家给原本属于同一群体的人群带来的诸多影响。

尽管迄今为止，生活于边境地区的苗族难民仍与越南那边的亲友往来频繁，但是已经无法改变身为两国国民的事实。如此

一来，跨国交往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确认与维系，同时也成为观照彼此生活的重要纽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原本只是一个普通边地人群的难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被赋予国家的象征意义之后，成为我们探讨边

地人群生活逻辑与认同取舍的重要对象。金厂苗族难民流动的不同历史阶段，既是国家力量深入地方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身

处边地的居民形塑自我与群体认同的重要维度。

通过结合田野材料和文献材料，我们能够看出中越边境地区难民流动的整体情况及其过程。在此其中，我们获得两个重要

的启示：一方面，中越边境跨国族群的研究既是民族研究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作为国家建设研究的重要部分，在倡导“边民

本位”的当下，如何从历史中获得更多启示，以在国家边疆建设中为边民的合法、合理活动提供更多制度便利，是我们需要应

对的问题。另一方面，难民作为边民的一种，提醒我们看待边疆人群时，不仅需要从民族属性进行观察，探索民族身份对于边

疆管理的作用与限度，还需要从不同人群的政治经济身份差异出发，为更多拥有不同身份的人群提供言说自我与价值实现的渠

                                                       

9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之马关县金厂区苗族社会调查[M].昆 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1989：52.

②笔者于 2014年 7月 25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上田房小组。

③笔者于 2014年 7月 21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④笔者于 2014年 7月 21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⑤笔者于 2014年 7月 25日访谈，地点：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草果湾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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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平台。就此而言，边民的跨国流动既是一种国家视角下的人群往来方式，也是我们从“边民本位”重新理解多样边疆的有

效切入点。唯有从更为立体的层面看待边民的流动，我们才能在边疆开发与建设过程中提出更加具有可行性的行动方针。


